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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

———由韦刘庙议重估西汉经学政制

李 若 晖

摘　要:汉代制度对汉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汉制的研究,以往学者多注目于

法律的儒家化,而忽视了西汉儒者以礼更法的努力.今古文礼学的实质性区别不在经书本身,也不是儒生

争名夺利,而是以何种天子礼奠定国家之政体.其要即在于天子是否超绝于万民之上.由韦玄成与刘歆

庙议可见,西汉今文儒生仅受士礼熏陶,习于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但是在今文儒生真正构建经国大典时,

只能局促于亲亲之爱,无法跨过亲亲与尊尊之间的断崖,义而能断,构建足以为经国大典之天子礼.于是

古文经学乘隙而起,由攻驳今文经学之天子礼入手,提出并逐步完善自身的天子礼.这实质上是向秦制靠

拢的过程,背弃了汉儒过秦的初衷.儒学究竟应如何构建经国大典,甚至儒学是否有能力建构经国大典,

成为千年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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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有言:“汉以后二千余年之局,实自汉人开之.凡论社会、政治,与文化及学术者,皆不可

不着重汉代也.”① 汉代儒学始于陆贾、贾谊等人的过秦,然而不幸的是,其时国家制度上恰恰是汉承

秦制,所以汉儒名为过秦,其实质却是过汉② ,于是复古更化便一直是汉儒不懈的追求.问题在于,儒
者是否真正奠定了儒学之国家制度?

陈寅恪有云:“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

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

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③ 而于儒学与社会制度方面,学者关注的多为法律的儒家化.
瞿同祖曰:“在先秦时代,儒法二家在政治上争短长,优劣成败尚未判明,儒家高唱礼治,法家高

唱法治,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为学理竞争的时期.等到法家得势,法律经他们制订后,儒家便转而企

图将法律儒家化,为实际争取的时期.”瞿氏续论“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曰:“汉律虽为法家系

统,为儒家所不喜,但自汉武标榜儒术以后,法家逐渐失势,而儒家抬头,此辈于是重整旗鼓,想将儒

家的精华成为国家制度,使儒家主张藉政治、法律的力量永垂不朽.汉律虽已颁布,不能一旦改弦更

张,但儒家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左右当时的法律.事虽不可详考,但在今日仍有若干痕迹可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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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即举有四事.今以其所举第一事贾谊为例.瞿引«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以为

汉兴至孝文帝廿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原误

有)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

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瞿氏论曰:“贾谊以学事李斯(见本传),注意律令,恐有用心.其所改

律令为何,虽不得而知,然必发自儒家立场,则无可疑.”①按:瞿氏以“贾谊以学事李斯”,故“注意律

令”,此大误.李斯死于秦二世二年(前２０８)②,贾谊生于汉高帝七年(前２００)③,焉得学事之? 检«史
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

事焉,乃征为廷尉.”④则当是临文误记而未覆核原书,故致张冠李戴.瞿氏进而曰“其所改律令为何,
虽不得而知”,一似贾生曾改定律令,则尤误.观瞿氏所引«贾生列传»语,“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

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贾生所以为当为者,“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

法”则贾生所奋笔而为之者,二者实一一对应:“色尚黄,数用五”正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之具

体内容,«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
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

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
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⑤.«贾生列传»所言正与之相符.
“为官名”无疑即“定官名”.若然,则“兴礼乐”所对应者,必为“悉更秦之法”.«汉书»卷二十二«礼乐

志»:“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

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
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

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

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尽害之,故其议遂寝.”⑥持此以较«贾生列传»,“乃草

具其仪”,即“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定制度,兴礼乐”,即“法制度,兴礼乐”.«贾生列传»于瞿氏引文

后,尚有“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⑦等语,正对应于«礼乐

志»之“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二处之“议”,必指草“仪”而非改“律”.因此,贾生所为,
绝非瞿氏所言之“改律令”,而是悉草具汉礼,欲以“悉更秦之法”.即草拟一部全面的汉代礼仪制度,
试图完全更改取代秦法.瞿氏虽然汲汲于儒家对于法律的改造,却恰恰完全掩盖了汉儒最初对于秦

汉律令的基本态度及其作为,即彻底废除秦法,制定一部全面的汉礼取而代之.
汉儒以礼更法的作为,为何会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 端因其努力未获成功,并最终转向礼法

合流.必须承认,瞿同祖还是把握住了这一基本趋势.
本文所欲为者,即钩沉史籍,探讨汉儒制礼不成之原由所在.

一、士礼与天子礼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一«六艺略»论礼学渊源曰:“«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

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

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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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

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

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①此论当出刘歆.«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载歆«移
让太常博士书»从古文经学尤其是古文礼学角度斥责今文经学尤其是礼学,有云:“及鲁恭王坏孔子

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

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茍因陋就

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

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

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②«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亦云:
“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③自来学者多

于今古文礼学之歧异与争端,聚焦于古文逸经,实则由经学政治之视角观之,并非如此.今文礼学面

对古文逸«礼»固然“保残守缺”,古文礼学所汲汲从事的,却并非光大古文逸«礼».双方争论的焦点

实在确立何种天子礼.
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为鹄的,周礼就是儒家的国家制度.孔子传礼也坚守周礼原则,未将天子

礼传授给他“有教无类”的弟子们.«论语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

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④«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

于是桓公乃止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

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
«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

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⑤可知太史公理解孔子之“不知”,乃是不

敢言天子之礼⑥.«礼记丧服小记»:“礼,不王不禘.”郑玄注:“禘谓祭天.”孔颖达疏:“此一节论王

者郊天之事.王,谓天子也.禘,谓郊天也.礼,唯天子得郊天,诸侯以下否.故云,礼,不王不禘.”⑦

禘乃天子之礼,如果孔子公然演习传授,又何异于季氏舞八佾于庭? 朱熹曰:“不知,只是不敢知.”⑧

至确! 皮锡瑞有云:“«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

学也.’然则天子诸侯之礼,在孔孟时已不能备.孔子既不得位,又生当礼坏乐崩之后,虽适周而问老

聃、苌宏,入太庙而每事问,委曲详细,必不尽知.所谓吾学周礼,今用之者,盖即冠昏丧祭射乡,当时

民间通用之礼.”⑨所言颇中理.
今文礼学虽也讲天子礼,然而礼经亦即«仪礼»十七篇中,并无其文.马一浮«礼教绪论序说»

曰:“«汉志»言后苍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其说亦误.礼经十七篇,不纯是士礼,其题«士礼»者,惟
«冠»«昏»«丧»«相见»;若«少牢馈食»«有司彻»,明是大夫礼;«乡饮»«射»,则士、大夫同之;«燕礼»«大
射»«聘礼»«公食大夫礼»,皆诸侯礼;«觐礼»是诸侯见天子礼.何云皆士礼也? 天子之元子犹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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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生而贵者,则虽天子之子,亦当用士礼.‘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自谅暗之

制不行,后世帝王乃以日易月,废丧而临政,最无义理.”①其斥«仪礼»非士礼,非也.今文礼学称«仪
礼»为士礼,其意乃谓一切士以上等级,包括天子之礼,皆可由士礼推致,实即一切礼以士礼为基础之

意.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言“高堂生所传十七篇谓之«士礼»,非字误也.十七篇之次,以大戴所传

最得其真.其书以«冠»«昏»«相见»«士丧»«既夕»«士虞»«特牲»«乡饮»«乡射»九篇居首,故曰‘士
礼’.”②其论«礼经»称“士礼”不误甚是,然于何以称“士礼”之解则未允③.也正因此,今文礼学家认

为,士以上等级之礼,包括天子礼,是否经有明文关系不大,有则照做,无则例推,如是而已.黄以周

«礼书通故»卷一:“«礼经»十七篇以«冠»«昏»«相见»«士丧»«既夕»«士虞»«特牲»«乡饮»«乡射»九篇

士礼居首.后仓传其学,作«曲台记»九篇,即说此«士礼»九篇,以推天子诸侯之制.”④其说至确.也

正是惟其如此,今文礼学所推致的天子之礼,骨子里正如马氏所言,是“无贵贱一也”⑤.
关于“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可举例说明.«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

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

祭于寝.”⑥如果由士礼推致天子礼,则士、大夫、诸侯、天子共四个等级,以士之一庙为基数,每上一等

加二庙,«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载王舜、刘歆议:“«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

下,降杀以两,礼也.”⑦正是士一庙、大夫三庙、诸侯五庙、天子七庙.哪怕非以数为等的名物,即使以

器具材质为等级,也可由士礼推致.«周礼夏官缮人»:“缮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郑玄

注:“«士丧礼»曰,抉用正王棘若 棘,则天子用象骨与?”贾公彦疏:“无正文,故云‘天子用象骨

与’.”⑧此于礼学为“礼数”.«左传昭公三年»:“郑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与张跃见之.梁丙

曰:‘甚矣哉! 子之为此来也.’子大叔曰:‘将得已乎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

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今嬖宠之丧,不敢择位而数于守适’张跃曰:‘善哉! 吾

得闻此数也.’”杜预注:“卿共妾葬,过礼甚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礼数如守适夫人.然则时适夫人

之丧吊送之礼以过文襄之制.”孔颖达疏:“今嬖宠贱妾之丧,不敢计择妾位卑贱,而令礼数即同于守

适夫人也文襄之制,夫人丧,士吊,大夫送葬.今游吉,卿也,而云同于守适,则于时适夫人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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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一浮:«礼教绪论»,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１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５０ ２５１页.原标点以“后世

帝王乃以日易月废”为句,今改.近年有学者仍然沿袭这一论证理路,如康世统:«汉志“士”礼十七篇质疑»,李曰刚等编:«三礼论文

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１年,第３０９ ３３０页;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第１１８页.这一论证虽然表面上运用了朴学考据形式,实质上却没有说服力:汉儒宁不知十七篇的具体内容? 那么他们为什么明知

其内容却仍然称之为“士礼”呢?
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８页.其后蒋伯潜变其说为“此书首篇为«士冠礼»,

遂通称全书为«士礼»耳”(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２５页),杨天宇又变为“«士礼»不是以首篇得

名,而是以首篇的开头二字得名«仪礼»全书的开头就是篇名‘士冠礼’三个字,若保留‘冠’字,则于义太狭,因此去‘冠’而仅用其

‘士’‘礼’二字,这样就造出了«士礼»的书名来.所以这个书名并没有什么实际含义,只不过是用做书的代号而已”(杨天宇:«郑玄三

礼注研究»,第１１９页),其说流于琐碎,以首篇以至首篇之首句命名全书,并无确证.
沈文倬认为,西汉«仪礼»本无“«士礼»”之名,东汉“«士礼»”之称源于刘向之误用(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

今文‹礼›的传授»,«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增补本,第２３１ ２７４页),其说不足据.参见杨杰:«沈文倬

先生关于汉时“‹士礼›”称名说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八辑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４ １２７页.
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第１册,第６页.
凌廷堪«礼经释例»卷首«复礼»上引孟子契教五伦之语,论曰:“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

而制为士冠之礼,因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

见之礼.自元子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纪健生点校:«凌廷堪全集»第１册,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９
年,第１３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２４１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７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３册,第４８７页.参见曹元弼:«礼经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１３ ３１４页.



令卿送葬矣刘炫云:‘不敢择取使人于卑贱之位,而礼数同于守内官之适夫人也.’”①可见不仅器

物之数量与质料,举凡礼之等级之建构者均为“礼数”.
这才是古文礼学对今文礼学的真正不满所在.在经文上,古文逸礼固然多了些篇目,但是古文

礼学其实并未从这些逸经中读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逸礼不过是古文礼学的幌子和工具,用来证

明今文礼经的确是残缺的,但是相对于古文礼学家们来说,古文逸礼实际上也是残缺的,仍然缺了古

文礼学的命根子———天子礼,观丁晏«佚礼扶微»可知②———«汉志»述天子礼,只能举来历不明的传记

性文献«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为言,可为旁证.钱玄«三礼通论»云:“高堂生传十七篇本与«礼古

经»五十六篇,其实在先秦同出一源.十七篇为简本,以士礼为主,略及大夫、诸侯之礼.五十六篇本

为繁本,除十七篇外,尚有天子、诸侯之礼.在战国时,周天子已名存实亡,诸侯之礼亦废不再行,而
民间婚、冠、丧、祭诸礼仍行,所以当时或以传授十七篇的简本为主.汉代今古文之争,完全为争夺学

官的职位,在内容上只有简繁,篇目多寡的区别.今文的十七篇与古文的十七篇,根据郑玄注所校,
除个别文字,其余相同,这是明显的证据.”③谓今古文礼经并无根本区别甚是④.然以“汉代今古文

之争,完全为争夺学官的职位”⑤,则所谓似是实非者.真正构成问题的,是古文礼学为什么一定要强

调天子礼的单独性古代文本,而绝不同意今文礼学的推致? 这就表明,古文礼学认为天子礼是不可

由士礼推致的.今文礼学“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意味着士与天子的礼仪类型相同,只是名物品数不

同,于是天子实质上只是高级一些的士,从士到天子,等级虽殊,贵贱却并不悬隔.«左传昭公三十

年»:“非公,且征过也.”孔颖达疏引杜预«春秋释例»:“三代封建,自上及下,降杀以两,君不亢高,臣
不极卑,强弱相参,众力相须,贤愚相厕,故虽有昏乱之君,亦有忠贤之辅.我周东迁,晋郑是依;无知

之乱,实获小白;骊姬之妖,重耳以兴:天下虽瓦解而不土崩,海内虽鼎沸而不盆溢.”⑥古文礼学的天

子礼则是与士礼完全不同的礼仪类型,此即刘歆所言“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
此等礼仪类型,自诸侯以下即无,遑论士礼! 由是,天子成为超绝于万众之上的绝对统治者,在礼仪

上无人可与比拟.因此,我们可称古文礼学的天子礼为“超绝之礼”⑦.
«论六家要指»论法家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

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史
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⑧«朱子语类»卷一三四:“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

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

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⑨暴秦虽亡,汉承其制.因此摆在汉代儒生面前

的,也就有两条道路:一是复周礼,以周礼儒学改造汉朝所承袭的秦制,再造纳上下于一体的道德团

５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由韦刘庙议重估西汉经学政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７２１页.
丁晏:«佚礼扶微»,«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一〇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６１０ ６１２页.
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页.
实则在个别具体文句上,«仪礼»今文之尊君尚有过于古文.如«燕礼»:“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洗,升酌

膳酒以降.”郑玄注:“更爵者,不敢袭至尊也.古文更为受.”贾公彦疏:“献君自酢同用觚,必更之者,袭,因也,不敢因君之爵.”郑玄

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４册,第１６３页.则郑用今文“更”,是因为君为至尊,故主人在接过君之象觚

后,不敢使用君之象觚饮酒,因此要更换另一酒爵.古文作“受”,则是直接使用君之象觚饮酒,显然不如今文尊君.
杨天宇进而区分两汉:西汉是围绕立博士之争,实为利禄之争,东汉则主要是学术道统之争.杨天宇:«郑玄三礼注研究»,

第３８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９２７页.
在古文«仪礼»中,虽无古文礼家所言“超绝”之礼仪,但却有“超绝”之礼义.«乡射礼»:“唯君有射于国中,其余否.”郑玄注:

“臣不习武事于君侧也.古文‘有’作‘又’,今文无‘其余否’.”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４册,第１５２
页.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于国中’对大夫、士不得在国射,故当作‘有’.今文无‘其余否’,亦文

不备,故郑不从.”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第２册,第１１２８页.只有君才能射于国中,其余则否,正体现

了君“超绝”之礼义.进而,这一礼制在实际上规定了君主对于在国中使用武力的独占权,泄露出文明揖让背后国家权力的实质.
司马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９６８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４１８９页.



体.这一条道路是今文礼学,其由士礼而推致的天子礼合于孟子以天子为爵之一位(«孟子万章

下»)①.另一条道路则是以儒术缘饰秦制,打造出阳儒阴法的具有欺骗性的专制君主.而古文礼学

以“超绝之礼”形塑天子,正是以儒学缘饰秦制之“尊君卑臣”,使得专制君主在儒学中获得正当性论

证,同时也就以单向性伦理的“尊卑”替换双向性伦理的“尊尊”,将儒学改造为专制君主的顺从奴仆.
由政治学而言,君主制为国体,何种类型的君主制则为政体.因此,汉代今古文礼学的争论,不

是单纯的文献性的学术问题,更不是争名夺利的问题,而是中国采用何种类型的君主制,是中国向何

处去的问题!
针对百年来皇权是否专制的争论,甘怀真认为:“今天对于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绝对)的研究,

必须从制度面来谈,因为单就个人的行为层面而言,没有任何人的权力可能是绝对的.我个人倾向

认为皇权不是绝对的,但不是因为皇权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而是它的权力运作方式是礼制式的.
礼作为制君的规范,传统士大夫是深有自觉的.”②问题在于,“礼作为制君的规范”这一温情脉脉的面

纱是否真能遮盖国家权力的实质?
在周礼中,文王为政乃是“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

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国语晋语»四)③«诗大雅思齐»:“惠于

宗公”,郑玄«笺»:“惠,顺也.宗公,大臣也.文王为政,咨于大臣,顺而行之.”④这既是周王对耆旧重

臣的尊重,实际上也是宗族分享权力的过程.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始于汉代,其书开篇即强

调“‘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

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

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⑤这

一套分权制度实承周礼余绪,且与西汉今文礼学相契合.至汉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

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史记»卷二十三«礼书»)⑥.相应地,武帝也便极力打击相权.
«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弘“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

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廐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

谨,复终相位.”⑦以中朝尚书侵夺外朝丞相之权,最终发展出尚书台制度,也是始于武帝时.

二、今文经学与韦玄成庙议

钱穆«秦汉史»言汉代卿相以武帝为界而丕变.自昭宣以下,儒者渐当路.至于元成哀三朝,为
相者皆一时大儒.其不通经术为相者,如薛宣,以经术浅见轻,卒策免.盖非经术士,即不得安其高

位.今反观汉初,自高帝时萧何为相,孝惠高后孝文时,皆起军旅,与高祖共争天下者,孝景时,皆以

功臣子嗣侯,其以儒术进,为相乃封侯,则自公孙弘始也.至于弘以后为相者,汉武一朝,仍不出往者

军功得侯或嗣封之例.即观汉廷大臣出身一途之变,已可见昭宣以后,其为治远与前别⑧.针对武帝

独尊儒术以来礼乐之兴,钱氏指出:“盖武帝时所谓礼乐,犹多率循秦旧,间杂以辞客方士之浮说,迎
合于在上者之奢心.而元成以后,礼乐改制,则由儒生稽古遵经,讲贯道义而立.故王贡以来言礼

乐,乃特重于民生俗化,与武帝时之专为对扬上天之休命而言礼乐者,其意义绝不同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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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６７６ ６７７页.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９０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３８７页.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册,第５６１页.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宾四先生全集»第３１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９页.
司马迁:«史记»第４册,第１３６９页.
班固:«汉书»第９册,第２６２３页.
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２１０ ２１１页.
钱穆:«秦汉史»,第２４６页.



由汉初直至元成之际,儒学之基底实为今文经学,而今文经学之基底则为训诂章句.«汉书»卷
三十«艺文志»一«六艺略»著录«诗»类文献,三家«诗»齐有«后氏故»二十卷,又有«后氏传»二十九卷.
韩有«故»三十六卷,又有«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唯鲁只有«故»二十五卷,无«传»①.«史记»卷一

二一«儒林列传»曰:“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②刘立志释“故”曰:“‘故’体书

的出现主要是解决古今异言的问题,其内容也以训释字、词为主,无论是解说本义,还是贯通大义,都
密切贴合经文,罕有凿空之论.”③马瑞辰辨“故”“传”之别曰:“盖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之,传则

并经文所未言者而引伸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④至于疑者阙不传,«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申公

后学王式授徒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其弟子“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

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⑤此正如«论衡定贤篇»所言:“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

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者,则为善矣.
儒者传学,不妄一言,先师古语,到今具存.”⑥«艺文志»评论三家«诗»曰:“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
最为近之.”⑦若申公,可谓“独抱遗经”了⑧.钱穆以“纯谨”一语论鲁学,最为传神⑨.

相应地,鲁学也成为今文经学以至西汉前中期儒学之中坚.«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宣帝

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

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鲁学可以成为立博士的理由.
当汉武帝欲有所作为,首先援引的正是鲁学申公师徒.«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载,申公弟

子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申公

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

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

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其后武帝议封禅,«史
记封禅书»:“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
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

诸儒不用.”徐偃、周霸皆申公弟子,见«儒林列传».在武帝看来,这帮腐儒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

余了.在武帝朝当红的儒生乃是公孙弘、兒宽这类能缘饰以儒术者.«汉书儒林传»:“宽有俊材,
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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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６册,第１７０７、１７０８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７６５页.
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９３页.
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４ ５页.
班固:«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６１０页.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１４页.
班固:«汉书»第６册,第１７０８页.
现代学者习于晚清公羊学自称今文经学,遂以为“今文经学是以‘微言大义’见称的”(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７１页),至少是以偏概全.实则钱玄同即曾批评“友人周予同兄之«经今古文学»,我也以为不对,因为他的

见解是‘廖倾’的,而且他不仅要析汉之今古文‘学’,还要析清之今古文‘学’;而且他竟认所谓清之今古文‘学’与所谓汉之今古文

‘学’是一贯的:这都是弟所反对的.”(钱玄同:«钱玄同先生来信»,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５册,«民国丛书»第四编第六十八册,上
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２年,“最后一页”第３页)案刘思源等编«钱玄同文集»六卷本虽号称“有见则录,务求其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册,“编辑的说明”第２１页),然竟未收此信.殆以«最后一页»为«古史辨»第５册全书编成之后所增,附于书后,单
独编页,目录无文,故仅翻检目录乃竟不知.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２２０ ２２１页.
参见李威熊:«中国经学的形成与先秦鲁学的关系»,«中国经学发展史论»上册第二章附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

６７ ９２页.
班固:«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６１８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７６６页.
司马迁:«史记»第４册,第１６７０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７６６页.



夏侯氏学皆出于宽.”①所谓“朴学”,无疑是指申公鲁学.
钱穆«秦汉史»谓元帝任用贡禹,“遂开晚汉儒生考礼复古之风”②.据«汉书儒林传»,董仲舒弟

子中,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贡禹即其弟子③.«汉书贡禹传»言禹“以明经絜行著闻”,“举贤良为

河南令.岁余,以职事为府官所责,免冠谢.禹曰:‘冠壹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其“絜行”可见一

斑.考贡禹在元帝朝的建言,至言“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今汉家铸钱,民弃本逐末,是以奸

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租税禄赐

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④.其忧思民生,感人肺腑,但是竟然要求废弃货币,回
复到以物易物,可见其学实不足以言治国.

«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
永光四年(前４０)诏议毁庙.丞相韦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

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
故”.此奏遭到其他大臣两点驳议.一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以为孝文皇帝德厚侔天

地,利泽施四海,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廷尉忠以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为世宗之庙.
二是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非正礼,宜毁⑤.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则
对韦玄成等奏议另有一番评论:“诏书和奏议援引古代帝王庙制,为目前正准备进行的迭毁祖先宗庙

的政治改革提供经学理论的依据.这种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正是儒家经师参预政治的基本方式.
然而直接为政治目的辩护,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们在学术上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元帝作为帝王

姑且不论,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学者,但韦玄成等人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迁就了他们那种由历史决定的、
特定的宫廷经学家身份,把庙议变成了尽可能为元帝诏书求证的简单过程.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

简单化最终将减弱政治辩护的说服力.”⑥套用政治影响学术的框架,大而化之,未能从经学本身发现

问题.实际上,韦玄成作为学者也已经尽力了.从师承言,«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以其为申公后

学,«鲁诗»宗师:“由是«鲁诗»有韦氏学.”⑦玄成奏议的根本问题不是阿上意,为政治歪曲学术.本传

载其曾为避袭父侯爵而“阳为病狂”⑧.即以经学之«诗»鲁说而论,«诗商颂烈祖»小序:“«烈祖»,
祀中宗也.”孔颖达疏引许慎«五经异义»:“«诗»鲁说,丞相匡衡以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时

毁.”⑨陈寿祺«疏证»辑此语,案曰:“匡衡习«齐诗»,此云‘鲁说’,盖传写误,当作‘齐说’.”陈乔枞则

引«韦玄成传»玄成奏议曰:“元成治«鲁诗»者,此鲁说谓周成王庙以时毁之说也.又光禄勋彭宣、詹
事满昌、博士左咸等议,皆以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此亦‘殷中

宗周成宣王皆以时毁’之说也.满昌治«齐诗»者,是«齐诗»亦与鲁说同.”皮锡瑞考«韦玄成传»云,
“至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案曰:“孝文在孝惠之后、孝景之

前,禹言孝惠、孝景而不及孝文,是禹亦谓孝文虽亲尽不宜毁,即‘宗有德,庙不毁’之说矣.”韦玄成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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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６０３页.
钱穆:«秦汉史»,第２４６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６１６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０６９、３０７５、３０７６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１６、３１１８、３１１９页.
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５９页.
班固:«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６０９页.洪适«隶释»卷十二«执金吾丞武荣碑»言荣“治鲁«诗»经韦君«章句»”,洪氏曰:“«鲁诗»有

韦氏学,此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者,此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３９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０８页.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册,第７９１页.
陈寿祺撰,王丰先点校:«五经异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７０页.
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第４册,第１２７８页.陈奂«诗毛氏传疏»亦曰:“匡衡学«齐诗»,则齐鲁说

同.”陈奂:«诗毛氏传疏»第２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７年,第９０８页.



明言孝文“亲尽宜毁”①.今按许慎明言贡禹为«公羊»家②,当属齐学.如以齐鲁说同,则许氏既引匡

衡,何必特标“鲁说”,径云“齐说”可矣.若谓“鲁说”为“齐说”之误,又何以解其毁庙之论合于玄成而

违于贡禹? 此可见齐、鲁毁庙之说相违,而匡衡特用鲁说耳③.«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载匡衡告谢

毁庙曰:“天序五行,人亲五属,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尝之序,靡有过五.受命之君

躬接于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五庙而迁,上陈太祖,间岁而祫,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④如依其严

格的五庙制,正与韦玄成奏相同,而毫无“宗有德,不毁庙”的任何考虑余地⑤.可见韦玄成与匡衡二

人本以经术为相,也的确严格依据经说来议定制度.且二相所秉持的经说,正是今文经学最为核心

的“«诗»鲁说”.
从群臣的两点驳议来看,第一点是说天子七庙应有亲尽不毁之庙以尊崇先帝功德.换言之,庙

之毁不应单纯着眼于是否亲尽,而是要注意宣扬本朝功德,让天下万民和子孙万世明晓本朝因何而

享有天下.以古语论之,乃确立本朝“祖宗之法”,奠定行事仪度,为后世嗣君立规矩;以今语论之,是
宣示本朝历史地位,为天下万世树楷模.刘歆是把这一点看透了的,«汉书»卷七十三«韦玄成传»附
王舜、刘歆奏议历举武帝功德后曰:“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

先祖?”⑥第二点是说天子七庙必须奉祀天子,不得以臣下干天位.换言之,即便天子也不当以私亲乱

国体⑦.于是玄成奏议的问题便昭然若揭:天子庙制乃国之大典,应着眼于天下国家,开万世太平.
玄成的眼界显然太低,仅仅从亲亲的角度来考虑全部问题.而这也正是西汉今文经学,尤其是其中

坚鲁学不足以治国的根源:即“推士礼而致于天子”! «仪礼»正是鲁高堂生所传“士礼”.士礼之于祭

祖,的确只知亲亲,以之论大夫,也圆融无碍,论诸侯,也正合于汉制之下对于诸侯的压制———将周礼

中的一国之君贬抑为家人,但是一旦到达天子的层面,天子礼便要求亲亲之上的尊尊,以为万民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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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撰,王丰先点校:«驳五经异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５页.
陈寿祺据«毛诗烈祖»正义辑«异义»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之语,陈氏案曰:“此则贡禹习«公羊春秋»,本传不

言”.陈寿祺撰,王丰先点校:«五经异义疏证»,第７０页.
日本学者加藤实«关于西汉诗经学说的发展———匡衡的诗说和刘向的诗说»指出:“元帝时代初期,齐诗学派的匡衡和翼奉

一起登上官场.但两人的诗说截然不同.翼奉运用‘六情十二律’的理论,提出灾异说.而匡衡的学说则是为了陈述政治方针而提

出的,他并不把翼奉所主张的灾异说看作其主要目的.”(中国诗经学会编:«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

限公司,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８页)陈桐生«‹史记›与‹诗经›»言:“从四家诗‘四始’学说的发展看,«汉书匡衡传»载匡衡论«诗»首«关雎»,
此时«齐诗»‘四始’与«鲁诗»尚无区别,«诗纬»以五行及干支配‘四始’,这是谶纬化后的‘四始’,是«齐诗»对‘四始说’的发展.”(陈桐

生:«‹史记›与‹诗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４页)这是将匡衡与其他«齐诗»学者的差异作历时解释,但是最为重要

的以阴阳灾异说«诗»的«齐诗»学者翼奉与匡衡“同师”,且“衡为后进”(班固:«汉书翼奉传»,«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６７页).可见其

说不足据.结合匡衡用«鲁诗»“四始”及庙制来看,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匡衡之师承虽为«齐诗»,但用«诗»往往取«鲁诗»说.西汉一

代经学发展趋势,武帝时齐学大盛,至宣元时渐渐由齐转鲁.王素对此有详细考察,可参(参见王素:«河北定州出土西汉简本‹论语›
性质新探»,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６３ ４６５页).与匡衡“同师”的萧望之就是

初治«齐诗»,后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为«鲁论»大家(参见班固:«汉书萧望之传»,«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２７１页).匡衡既置身

于这一转折之中,亦由齐转鲁,本不足异.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２页.
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载蔡邕议曰:“孝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请依

典礼.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范晔:«后汉书»第１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３１９９页;周天游辑注:«八家

后汉书辑注»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３０页).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引之,据以谓:“且非特禹云然,匡衡亦云然

矣.”(皮锡瑞撰,王丰先点校:«驳五经异义疏证»,第３０６页)细绎蔡议,当理解为先言元帝时匡衡、贡禹为庙制之议的发起者,即二人

“始建大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乃此次议庙制的结果,而非谓其为匡衡、贡禹共同秉持的庙制内容.中华书

局«后汉书»点校本于“请依典礼”下用句号是正确的.皮氏误读.依皮氏理解,“请依典礼”下当用逗号,表示其下为“典礼”之具体内

容.王丰先标点照搬中华本«后汉书»,不妥.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５ ３１２７页.
田天论王莽元始仪对元成以前祭祀旧仪的改造,第一条即是“去个人化”:“元始年间的郊祀体系,从国家祭祀中剔除了以君

主个人祸福为归依的祭祀.这是元始仪对国家祭祀性质,甚至皇帝身份的一种重新定义.”所论极是.但其下田氏又言“元始仪虽提

出了这一精神”,似乎以此“礼义”为制元始仪时刘歆、王莽首倡,实则当上溯至尹更始———歆、莽固皆更始后学.田天:«秦汉国家祭

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２５４页.



与万世法度.于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的今文经学便只知天子七庙之数,至于何以有七庙,则欲以

亲亲之恩裁断一切,因此也就必然无能于定七庙维何! 这也正是此后刘歆所指斥的:“不知天子礼”!
当年辕固生对窦太后,以«老子»为家人言,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汉书»卷八十八«儒

林传»①,杨树达«汉书窥管»释曰:“家人谓庶民,汉人常语.”②则谓老子道家言不过“袁生所谓家人筐

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③.斯时儒学尚野处,故辕固生作此愤懑之语.
孰料至元成以来,今文经学当路秉政,其不足以言经国大典,亦渐显曝.玄成只知家人亲亲之爱,不
知国家天下尊尊之义,即其显例④.«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

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⑤清儒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一«汉书»五有

“汉无礼乐”条,钩考«礼乐志»,云:“«礼乐志»本当礼详乐略,今乃礼略乐详.全篇共分两大截,后一

截论乐之文较之前论礼,其详几三倍之.而究之于乐,亦不过详载郊庙歌诗,无预乐事,盖汉实无所

为礼乐故.两截之首,各用泛论义理,全掇«乐记»之文,入汉事则云:以上无非反复明汉之未尝

制礼,无可志而已足明此志总见汉实无所为礼乐,实无可志.子长«礼»«乐»二书亦空论其理,但
子长述黄帝及太初,若欲实叙,实难隐括,孟坚述西汉二百年,何难实叙? 只因汉未尝制礼,乐府俱是

郑声,本无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论了之.”⑥原西京一代所以无礼乐,«礼乐志»乃谓诸儒每有造作,
即以他故未成,如董仲舒是因“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王吉是因“上不纳其

言,吉以病去”等等⑦.此皆为遁词.质言之,今文经学儒生实无能于制礼作乐.
汉人常言“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褚先生补)⑧,殷商以家族联盟的

形式构成松散的王朝,此即“亲亲”;周王朝则以国家的复合结构重构了家族,此即“尊尊”.因此,周
礼可以“大义灭亲”(«左传»隐公四年)⑨,父亲为了国家杀掉亲生儿子;“为人后者为之子”(«公羊传»
成公十五年),过继之后不再以亲生父亲为父.由此可见,儒学要真能治国平天下,就必须补上天子

礼这一课,构建经国大典.
«孝经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

之者父也.”唐玄宗注:“资,取也.言爱父与母同,敬父与君同.言事父兼爱与敬也.”旧题«古文孝

经»孔安国注曰:“母至亲而不尊,君至尊而不亲,唯父兼尊亲之谊焉.夫至亲者则敬不至,至尊者则

爱不至,人常情也.”«礼记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郑玄注:
“言服之所以隆杀.”孔颖达疏:“亲亲谓父母也,尊尊谓祖及曾祖、高祖也.”«礼记大传»:“自仁率

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孔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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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７６８页;班固:«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６１２页.
杨树达:«汉书窥管»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９７页.说详见«汉书窥管»上册,第３０页.
魏收:«魏书»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１２页.
不惟庙制,其他如«晋书»卷十九«礼志»上载魏文帝诏论汉拜日礼曰:“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房玄龄等撰:

«晋书»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５８６页.
班固:«汉书»第４册,第１０７５页.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４册,第１１９ １２０页.陈戍国则钩稽

史乘,历数汉代礼乐之事,以为“王氏‘汉无礼乐’一说未免武断”(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版,第８３ ８８页).驳论亦须尊重对手.难道陈氏所举诸例西庄皆茫无所知? 试问,设使西庄再世对答,其将曰“微子言,吾尚不

知”,抑或“吾固知之,然与子异论”? 如为后者,则陈氏举例,毫无意义.实则«汉志»与西庄所言之礼,乃是如曹褒所撰者,陈氏所举

零散诸例,实不足以当之.
班固:«汉书»第４册,第１０３２ １０３３页.
司马迁:«史记»第６册,第２５２８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５７页.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册,第２２９页.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册,第２４页.
旧题西汉孔安国传:«古文孝经»,张元济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７２８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５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５９４页.



疏:“子孙若用恩爱依循于亲,节级而上,至于祖远者,恩爱渐轻,故云名曰轻也.义主断割,用义循祖

顺而下之,至于祢,其义渐轻,祖则义重,故云名曰重也.恩之与义,于祖与父母互有轻重,若义则祖

重而父母轻,若仁则父母重而祖轻.”①可见父兼亲爱与尊敬,由父向上,溯及祖、曾祖、高祖,亲爱逐渐

递减,而尊敬逐渐递增,最后达致所谓“尊而不亲”,正所以事君者.«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

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②即其义.
由此反观庙制之议.先秦两汉,庙制之说大致有两套.其一为«礼记祭法»:“天下有王,分地

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 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 ,曰考庙,曰王考

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 ,坛
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 曰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 ,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
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 ,坛 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 为鬼.大夫立三庙,
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适士

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

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③«穀梁传僖公十五年»:“天子至于士

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④«荀子礼论»:“故有天下

者事十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
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⑤.”其二为«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

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庶人祭于寝.”⑥二者的差异仅在士庙是否分等,即适士二庙和官师一庙.其原因,«周礼春官小

宗伯»:“辨庙祧之昭穆.”贾公彦疏:“«祭法»适士二庙,«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杀以两,故略

而不言二庙者.”⑦认为«王制»是为了追求形式整齐,省略了“适士二庙”,是以«祭法»为正.朱熹反

之,«朱子语类»卷八十七:“«王制»、«祭法»庙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为是.”⑧此外,历代欲牵

合二系的讨论极多,此不具引⑨.原其实,«祭法»、«王制»本为二系,不必强为牵合.王引之«经义述

闻»卷十六“曰祖考庙”条曰:“大抵议礼之家,各记所闻,不能尽合.故«祭法»与«王制»不同,学者依

文解之,而阙所疑可矣.必欲合以为一,则治丝而棼之也.”具体到士之庙数,其卷三十二“经义不同

不可强为之说”条曰:“«王制»士一庙,无上士、中士、下士之分,«祭法»则云适士二庙,官师一庙,庶士

无庙,此不可强合者也.而解者欲合为一,则谓«王制»士一庙为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师者矣.”

由此,可进而探讨士二庙与士一庙的根本区别为何.朱熹对此有极富洞见的论述.«朱子语类»卷八

十七:“官师一庙,止及祢,却于祢庙并祭祖.适士二庙,即祭祖,祭祢,皆不及高、曾.”又卷九十:“问:
‘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官师一庙.若只是一庙,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无乃不

尽人情?’曰:‘位卑则流泽浅,其理自然如此.’”朱子此处虽据«祭法»为言,但也可将其礼义移以论

«王制».«祭法»适士二庙,尚可祭祖,然不及高曾,其尊尊已是极轻,而«王制»士一庙,并不及祖,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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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６２０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８８７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７９９页.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册,第８３页.
杨倞注:“十当为七,«穀梁传»作天子七庙.”王先谦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

３５１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２４１页.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３册,第２９０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７册,第２９５４页.
参见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第２册,第７２８页;林昌彝:«三礼通释»上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６５７ ６５８页.
王引之:«经义述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７０、３７８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７册,第２９７７ ２９７８、３０５４页.



可谓毫无尊尊可言.如果我们相信«王制»作于汉文帝时———«史记»卷«封禅书»、«汉书»卷二十五

«郊祀志»皆曰:“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①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一«礼
记音义»于«王制»篇题下引东汉卢植云:“汉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篇.”②虽然«王制»的撰作时代后世

颇有争议③,但至少汉儒是有此认知的.在此,贬抑士礼与推尊天子是一体之两面,即在最大限度地

褫夺士礼之尊尊的同时,开始规划天子的“超绝之礼”.尤其对于士礼而言,由其自身亲亲以推致尊

尊的礼仪与礼义 德性训练被取消了④.于是,百年之后,未能具有良好尊尊德性修养的儒士们,也
就无法从亲亲之士礼推致天子庙制之尊尊.

«广雅释宫»:“庙:天子五,诸侯四,卿大夫三,士二.”王念孙疏证:“谓诸侯四庙,则未详所

据.”⑤所谓诸侯四庙,应当是依据“降杀以两”的通则,从士二庙上推而来的.这当是张揖为了恢复士

二庙的旧制,对庙制进行了全面改造,但是这一改造打破了“自上而下,降杀以两”通则的一致性,将
庙制断为两截,更在整体上将通则变异为“降杀以一”了.因此这一庙制在历史上毫无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汉朝旧典,尤其是武帝以来改制的成果被元成诸儒一一否定.如果今文诸儒果

能制礼作乐,定立王朝大典也就罢了,可他们却又偏偏无能于造作,便出现了王朝无礼的危险.«汉
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下,刘向因灾异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 且甘泉、汾阴

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
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
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纳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摇.«易大传»曰:‘诬神者

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⑥既然今文经中并无天子礼(实则古文经中也没有),那么与其与诸

儒日日争议,不如就因循旧典,径认为汉制度,而不必循古.刘向早年耽迷方术,加之宗室出身,起家

郎官,对西京旧制有好感,也可以理解,但是这样一来,在儒学理论层面,实际上相当于放弃了复古更

化的理想.

三、古文经学与刘歆庙议

如果今文经学无能于构建经国大典,那么什么人能挺身而出,担此大任呢?
无疑,对韦玄成奏议的质疑者许嘉、尹忠、尹更始等人成为首选.
议文帝庙的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是宣帝外戚,其学术背景不详.检«汉书»卷七十«陈汤传»,汤

斩郅支单于头后,群臣争议是否悬首.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

君,孔子诛之,方盛夏,首足异门而出.宜县十日乃埋之.”有诏将军议是⑦.此见«穀梁传定公十

年»⑧.议武帝庙的廷尉尹忠也不详.不过其奏议所言,都是董仲舒的«公羊»之义.尹更始见«汉书»
卷八十八«儒林传»,受«左传»,王莽、刘歆皆其后学⑨.则驳议玄成者,恰凑成«春秋»三传.不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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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第４册,第１６５４页;班固:«汉书»第４册,第１２１４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７８页.孔颖达疏于篇题下亦引.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

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２１２页.
参见张心澄:«伪书通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７ ３４１页;郑良树:«续伪书通考»上册,台北:学生书局,第

５８８ ５９０页.
实则秦律也缺乏亲亲尊尊的德性训练.«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安谋反,“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

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司马迁:«史记»第１０册,第３７３２页)秦律兄弟连坐实基于亲亲之私

的认定,但武帝则以诸侯立国尊尊之义来割断兄弟亲亲之私,显然基于«公羊»经义.
王念孙撰,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６页.
班固:«汉书»第４册,第１２５８ １２５９页.
班固:«汉书»第９册,第３０１５页.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册,第１９２页.
班固:«汉书»第１１册,第３６２０页.



文帝为太宗庙出于景帝,见«汉书»卷五«景帝纪»①;以武帝为世宗庙出于宣帝,见«汉书»卷八«宣帝

纪»②.因此真正独持异议的便是习古文经学«左传»的尹更始了.
汉旧制既然大成于武帝,因此围绕武帝是否当立世宗庙便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汉书»卷七十五

«夏侯胜传»,汉宣帝初即位,欲褒扬武帝,诏议立庙乐.长信少府夏侯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

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

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
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于是丞相义、御史大夫

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阿纵胜,不举劾,俱下狱”.胜为今文«尚书»博
士,本传且谓“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③.宜有此言.«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元帝

朝,贡禹上奏直指武帝以来“天子过天道”④,“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 天不见邪?”⑤

反之,尹忠之外,刘歆也竭力尊崇武帝.«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哀帝即位,群臣议庙制,以为孝武

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则谓“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不宜

毁.上览其议而从之⑥.从两方的争论中,也正显出汉代今文礼学与«春秋»学的差异.今文礼学以

天子非超绝民上者,当与民有亲亲之爱,所谓“民之父母”是矣⑦.«春秋»学则重在尊尊之义,义而能

断.刘歆奏议于武帝功绩长篇大论,其实尹忠九字即已尽之:“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正是«春秋»
尊王攘夷之义.此礼仪之争所内蕴的治国理念,«韩非子八说»所言最为透辟:“慈母虽爱,无益于

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子母之性,爱也;臣主之权,策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

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不忍,则罚多

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故曰:仁暴者,皆亡国

者也.”⑧一言以蔽之,慈母的溺爱,非但不能持国,亦且不能存家.其中“不忍”一语,令人想起孟子的

名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⑨甚至法家还针锋相对地说出:“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

法法»)

«春秋»学内部还有古今之异.作为古文的«左传»早在战国即相关于治国.«史记»卷十四«十二

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据杜预

«春秋左氏传序»孔颖达«疏»引刘向«别录»,«左传»的传授谱系中也多有重要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如

吴起、铎椒、虞卿、荀子、张苍.刘向习«穀梁传»,刘歆习«左传»,父子二人对于董仲舒的评论,正可

见出今古文的差异.«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赞:“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
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
子曰“噫! 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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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１册,第１３７ １３８页.
班固:«汉书»第１册,第２４３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５６ ３１５７、３１５５页.
此为«公羊»说.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据«毛诗烈祖»正义辑«异义»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之语,陈氏案曰:

“此则贡禹习«公羊春秋»,本传不言.”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亦曰:“禹治«公羊»,不见于本传,许君案语必有所据.”皮锡瑞撰,王
丰先点校:«驳五经异义疏证»,第７０、３０６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０７０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５ ３１２７页.
“民之父母”见«诗大雅泂酌».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册,第６２２页.
韩非撰,张觉校疏:«韩非子校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５４ １１５５页.
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上册,第２３２页.
黎翔凤校注:«管子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８页.
司马迁:«史记»第２册,第６４２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氏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６页.



«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

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①向、歆父子对董生的

评论,刘向奉为“王佐”,刘歆则抑为经生,甚至作为经生还远不及孔门文学科的子游、子夏.这也正

是古文经学对于今文经学的评价和要求———借用据传为皇清高宗纯皇帝斥纪昀之言曰:“朕以汝文

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谭国事!”②如果把话说得客气点,就是«汉书»
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赞所言,这些“清洁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③.

周予同认为:“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没有刘歆,就没有古文经学.古文经典«周礼»与«左
传»,分别跟«仪礼»(«王制»)与«公羊传»对抗着.”④刘歆开创的«左传»家法,其核心见于东汉贾逵向

章帝比较«公»«左»优劣⑤.«后汉书»卷三十六本传,贾逵条奏«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臣谨摘出

«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

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⑥我们也可明白为什么是

传«左传»的尹更始要求义而能断,罢废有亲无尊的皇考庙⑦.
再看刘歆的庙议.«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哀帝即位,“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以为继祖宗以下,五庙而迭毁,后虽有贤君,犹不得与祖宗并列.子孙虽欲褒大显扬而立

之,鬼神不飨也.孝武皇帝虽有功烈,亲尽宜毁.”⑧彭宣是施氏«易»博士,左咸是颜氏«公羊»博士,此
奏的核心,仍然是废武帝庙,这也是今文儒生一贯的立场.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议,首先是重申

尹忠的观点,以武帝为武世宗庙不毁,以汉之文、武比拟周之文、武.刘歆在称颂武帝之功时,特意强

调武帝之功,尤其是攘四夷,是承周衰之弊,开万世基业.也就是说,是超越一家一姓的:“凡在于异

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基于此,刘歆进而提出,天子庙数“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

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⑨取消“宗”之
数限,可谓是对今文儒生废武之议釜底抽薪,但是此论仍有一线缺隙,就是儒生们仍然可以就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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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第８册,第２５２６页.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２４６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０９７页.«汉书»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赞亦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

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
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３６６页).陈苏镇«‹春秋›与“汉道”»曾引桓谭«新论»对王莽的评价:
“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

义,退至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陈氏进而论曰:“在我们看来,‘不知大体’的并非王莽一人,而是西汉后期的整个儒学士大夫阶层,
是那个社会和时代.”(陈苏镇:«‹春秋›与“汉道”»,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７页)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８页.
本传言逵“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范晔:«后汉书»第５册,第１２３４页.
范晔:«后汉书»第５册,第１２３６ １２３７页.
与皇考庙相似的情形也见于东汉初.光武即位,尊己身父祖四世入太庙,然此四世皆未登大宝,仅以亲亲得祀.«后汉书»

卷三十五«张纯列传»,建武十九年(４３),朱纯与太仆朱浮共奏言:“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礼,为人后者则为之

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高庙,陈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

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 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群臣侍祠.臣愚

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诏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

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舂陵节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

之恩.”光武帝从之(范晔:«后汉书»第５册,第１１９４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５页.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７页.
此议后渗入经说.«诗商颂烈祖»小序:“«烈祖»,祀中宗也.”孔颖达疏:“礼,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毁其庙.故«异

议»:‘古文«尚书»说:“经称中宗,明其庙宗而不毁.”谨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王者宗有德,庙不毁.宗而复毁,非尊

德之义.”’郑从而不驳,明亦以为不毁也.则非徒六庙而已.郑言殷六庙者,据其正者而言也.«礼稽命征»曰:‘殷五庙,至于子孙

六.’注云:‘契为始祖,汤为受命王,各立其庙,与亲庙四,故六.’是此六者,决定不毁,故郑据之以为殷立六庙.至于中兴之主,有德

则宗,宗既无常,数亦不定,故郑不数二宗之庙也.”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册,第７９１
页.



功业是否足以为“宗”评头论足———如夏侯胜所为①.于是刘歆又奏:“圣人于其祖,出于情矣,礼无所

不顺,故无毁庙.自贡禹建迭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失礼意矣!”②无毁庙,儒生们自然

无需再为何帝称“宗”争论了.这实际上取消了后世臣子对于前代君主的评议,而近于秦始皇废谥号

之诏所言:“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史记»卷六«秦始皇

本纪»)③由此,«春秋»“尊尊”之义被替换为“尊卑”之等,周礼孔子以来之双向性伦理于焉告终.吕思

勉揭出«春秋»有尊王之义,昧者辄与尊君并为一谈,疑其与民贵之义相背,此误也.君所治者皆国内

之事,王所治者乃列国之君,不及其民也.君恶虐其民,列国则求其有共主,可以正其相侵.凡列国

之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若虐民而无所忌惮者,亦宜有以威之.故尊王之义与民贵,殊不相背,且
适相成也④.然刘歆之«春秋»学,其内涵以秦制律令之“尊卑”替换周礼儒学之“尊尊”,其表面则是改

“尊王”为“尊君”.再观«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
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之祀,
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 弗去何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爱民甚

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⑤要求君必“养民如子”,民方“爱之

如父母”,否则即可驱逐之.此节颇可与夏侯胜之言行对观.由此也可见汉儒所谓«春秋»(尤其«左
传»)尊君,乃是汉儒经说以秦制律令体系之“尊卑”替换儒学«春秋»旧义之“尊尊”,变双向性伦理为

单向性而来.
现在刘歆也面临与今文诸儒同样的问题,如何构建经国大典.整套经国大典不但今文经没有,

古文经也没有.于是刘歆便选择了表面礼主法辅,实际礼法合一的道路.«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
«诸子略»法家类小序:“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⑥«汉志»本于«别录»,«七略»勒
定于刘歆,则此言当出于刘歆.这也是一条儒学与秦制相结合的道路.限于篇幅,其详只能另文论

之了.

四、馀　论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

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
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
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⑦又卷六«秦始皇本纪»录贾谊«过秦论»有云:“然秦以

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

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⑧李存山认为,陆贾和贾谊之言都是本

于«商君书开塞篇»:“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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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皮锡瑞论曰:“祖宗虽有功德,当报而不当别立庙.若有功德,即别立庙,为天子者,谁自谓无功德? 子孙嗣为天子者,谁肯

谓其祖考无功德? 夏侯胜议武帝,下狱几死,廷臣谁敢正言其非? 其势必将如东汉诸帝皆称宗,皆立庙矣.汉之庙制,经西汉诸儒稍

加厘正,至东汉而古制尽废,皆刘歆宗无数之说启之.班固称其博笃,殆以国制不敢议欤?”(皮锡瑞撰,王丰先点校:«驳五经异义疏

证»,第３０９页)标点有改动.
班固:«汉书»第１０册,第３１２９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册,第３００页.
吕思勉:«尊王与民贵之义相成»,«吕思勉读史札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７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册,第５６２ ５６３页.
班固:«汉书»第６册,第１７３６页.
司马迁:«史记»第８册,第３２５１ ３２５２页.
司马迁:«史记»第１册,第３５１页.



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①李氏进而提出:“需要探讨的是,在战国后期

«商君书»已是书文俱在,何以«开塞»篇‘武王逆取而贵顺取之以力,持之以义’的思想没有引起

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法家学者的关注,在秦统一中国后更是淹没不闻?”②

在此,值得关注的是李氏的问题而非李氏的回答.实际上在秦灭六国,始皇称帝之后,要求改弦

更张的声音一直十分响亮.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刚刚称帝不久,丞相王绾等人就建议恢复封建

制,封诸子为王,“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但被廷尉李斯驳回.三十四年(前２１３),博士

淳于越再次要求封建,导致丞相李斯焚书之议.即便如此,甚至在坑儒之后,仍有“始皇长子扶苏谏

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③«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胡亥赐死扶苏之伪诏曰:“今扶苏与将军

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

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④既然以此诏当面赐死扶苏,
则其所言“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当是事实.可见扶苏在被逐出咸阳之后仍在苦谏始皇改弦更张.
因此,贾谊«过秦论»所言:“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

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

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

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

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⑤不妨设

想,如果扶苏顺利即位成为秦二世,贾谊所言正是其所当行者.可以肯定,在秦统一之后,要求从“取
之以力”向“持之以义”转变的呼声终秦之世一直存在,只是屡受打压罢了.

作为李斯、韩非的老师,战国晚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相较于孔孟更注重理论的可行性.具有

典型性的是,荀子调整了孟子的王霸观.韦政通指出:“在«王霸篇»中,荀子以‘行一不义,杀一无罪,
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为义立而王之王所当守者,此与前引‘不战而胜,不攻而得,不劳而天下服’,明
只是一理想的境界,在现实上为不可能者.荀子在他处屡次说:‘用圣臣者王’(«臣道篇»),‘天下归

之之谓王,非圣人莫之能王’(«正论篇»),都只表示王只是一理想的境界.王业既只是悬一最高的理

想,为现实的事功立型范,则不能不称美桓公管仲的霸业,比之孟子似不免降格以求,然亦正示荀子

在政治思想上较孟子为切要典实.其实在荀子的心目中,有时候,霸者与王者是相去不远的.”⑥由此

观之,无论是«商君书开塞篇»的“取之以力,持之以义”,还是陆贾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

乎”,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实质上都已经是一种退步:尧舜汤武之世固然可以臻于治世,但是尧舜汤武

都是远古圣王,现世并无尧舜汤武,则该当如何? «韩非子难势篇»:“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
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

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

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⑦如以韩非之意为荀子之言,则曰:当此天下大乱之

时,与其坐等圣王出世以行王道,何如立行当世之可行者,以中人之资而行霸道.只是如此一来,实
际上等于承认了儒学对于乱世的无能为力.

«韩非子奸劫弒臣篇»:“而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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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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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第８册,第２５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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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年,第１２９页.
韩非撰,张觉校疏:«韩非子校疏»下册,第１０５１页.标点有调整.



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

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①以之与«礼记礼运»“大同之世”比观:“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

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②在目的上,韩非所言

与儒家大同理想实无大异,所不同者,韩非以“明法严刑”为手段,异于儒家之仁政.至其极者,顾炎

武云:“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

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日知录»卷十七«秦纪会稽山刻石»)③

李斯、韩非与浮丘伯俱事荀子,却趋于两极④.其实这正暴露了荀子学说以至整个先秦儒学的困

境:追求行动就必然在现实力政中迷失仁爱之目的,守死善道则必然丧失行动能力,只得独抱遗经.
由于历史原因,韩非未能将其理论付诸行动,而具有行动能力并付诸实施的李斯则一再打压“持

之以义”的转向:手段已经控制了目的.如以荀子晚年居楚,其学说可能影响及于楚将世家的项羽,
那么很明显,项羽虽然毕生追求推翻秦制,复兴封建,推行霸道,但是当他付诸行动时,却只能以专制

君主的军事暴力为手段.同时,无可讳言的是,在秦汉两次统一进程中,儒者的作用极其有限.
于是,只有在汉朝决定实施“持之以义”的转向之后,儒学的价值才开始显现.然而,叔孙通制定

汉仪的努力却遭到了鲁之纯儒的激烈抨击.«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于是叔孙通使征

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
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⑤鲁两生在誓死捍卫以纯粹德性

建构经国大典的儒学理想.叔孙通的回答固然可斥之为崇势力而贱仁义,不过这一抨击无疑也同样

适用于贾谊.如代替贾谊来反问鲁两生,可曰:难道要汉朝在秦制中积德百年吗? 但如此一来,贾谊

必将面临如何在秦制中建构德性的问题.他自身的遭际命运真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国家机器必然具有暴力性.法家由于路径依赖,遂直接运用国家暴力来追求其政治理想,可为

一叹的是,无论这一政治理想当初多么高尚,最终都被销蚀于对于暴力的运用之中:暴力本身成为目

的.儒学试图以仁爱建构国家,孟子之仁政实际上是希望以仁爱来运行国家机器,避免对于暴力的

运用.其现实结果是,仁爱事实上无法驾驭国家机器,亦即仁爱无法屏蔽暴力.相应地,在儒家指责

法家暴虐的同时,法家也在讥讽儒家妇人之仁.正如在本文中所展示的,韦玄成无法由士礼推致天

子礼,奠立儒学之经国大典.无法跨越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成为儒学政制永恒的梦魇⑥.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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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撰,张觉校疏:«韩非子校疏»上册,第２６４页.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５册,第４１３页.
顾炎武:«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台北:明伦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３７６页.
值得注意的是刘向«孙卿书录»于荀子弟子曰:“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见

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第５５８页)将李斯、韩非、浮丘伯皆称为“名儒”.
司马迁:«史记»第８册,第３２７９页.
在汉魏儒学世族与法家寒族的行为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与“尊尊”的断裂.«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建安五年,太祖

自东征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以子疾,不许.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陈寿:«三国志»
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７页)袁绍之所以如此行事,即因其儒学世家的经学修养所致,故不能为尊尊之义割舍亲亲之

爱.反之,«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 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

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龚斌校释:«世说新语校释»下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７１７页)曹氏出于寒族,崇尚法家,为了稳固帝位,不惜杀害亲弟弟,可见毫无亲亲之爱可言.袁

氏败于曹氏,以及曹魏王朝之建立,其实质是将被汉王朝缘饰以儒术所遮掩的儒学无经国之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以法家之

术治国.


